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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的幼兒執行功能及其情緒能力和社會能力之間的關聯。依據文獻分析結果，

提出情緒能力和社會能力作為中介變量的假設模型。資料來自「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KIT）中 48月齡的幼兒為研究
對象。KIT資料庫中共蒐集 1,931位幼兒，當中男孩 980名（50.8%）、女孩 951名（49.2%）。
由學齡前幼兒之主要照顧者接受結構式晤談，即依據「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社會能

力」等三份量表的題目逐一回答。三份量表之數據採 SPSS 24.0進行變量之相關分析；由於資料
是非常態分配，所以用 Smart PLS 3.0統計軟體，分析所提出的二個假設中介模型。分析結果發現
H1：幼兒的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H2：幼兒的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

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等二條假設都獲支持，並且也發現：社會能力的中介效果的解釋力

較高。就此發現，建議：1. 家長應注重幼兒情緒能力、社會能力。2. 應從整體性觀點深入分析影
響幼兒心理發展因素的關聯模型。3. 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因果關係再確認。

關鍵詞：�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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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以來，兒童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已成為發展心理學與認知神經科學領域重要

的研究議題（林宜親等人，2011）。執行功能是指由一組相互關聯的認知活動組成的認知處理歷程，

負責完成一套有目的性、有目標性的思考與行爲，包含了預先制定計劃、彈性地轉化想法與行為，

以及抑制外界干擾和不適當的反應等（Anderson, 2002; Miyake et al., 2000），屬於社會情境中一種

自我調節能力（McClelland et al., 2007; Ponitz et al., 2008），包含抑制控制、視覺工作記憶、注意力

轉換、心向轉移、認知彈性、及口語流暢等能力（Blair & Razza, 2007）。從 KIT 資料庫中，執行

功能為單一層面，測量的題目為：「孩子能夠知道自己的行為可能會影響其他人」、「在提醒的狀

況下，孩子能夠放慢速度，讓事情做得更好」、「孩子能夠進行益智性的活動或者遊戲」、「孩子

能夠在要求下，將玩具或用過的物品放回原來固定存放的地方」、「在公共場合，當您要求孩子降

低音量時，他能夠立刻降低音量並且至少維持數分鐘」、「在家裡，當您說『不可以』時，孩子能

夠立刻停止跑跳並且至少維持數分鐘」，從此等題目來看，偏重在抑制控制、注意力轉換、心向轉

移、認知彈性等能力，符合學理的主張。

學齡前階段是兒童執行功能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時期的執行功能發展為未來更高層次的認知

歷程奠定基礎。對幼兒後期的學習或工作方面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陳雅鈴，2015）。目前就

執行功能其最顯著的增長點之年齡還未達共識，有主張 2—5 歲 （王靜梅等人，2019；Garon et al., 
2008），或 4—6 歲（張乾一、文萍，2013），而 Frye 等人（1995）主張：4 歲兒童執行功能已顯

著優於 3 歲兒童；另李紅等人（2004）、Hala 等人（2003）、 Carlson 等人（2013）都明確指出以 
4 歲階段最爲重要。可見 2—6 歲這一階段幼兒執行功能的發展關鍵時期。而本研究以 4 歲幼兒為研

究對象，位於關鍵期中。

由於執行功能屬於社會情境中一種自我調節能力。同樣地，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都需要在社會

情境中加以發展（Saarni, 1999），且從文獻中也發現三者之間具有關聯，茲分述如下：

（一）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關聯

情緒能力是指在個體與社會情境互動過程中逐步發展和表現出情緒的自我效能（Saarni, 
1999），可從四個層面來評估：一是情緒覺察（emotional awareness），如孩子看到別人跌倒時，

知道對方會痛。二是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如孩子會以語言或身體動作（例如：擁抱、

跺腳）表達出他的心情。三是情緒理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如孩子能從別人的表情，知道

他有這個心情的原因。四是情緒調節（emotional regulation），如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難時，能恢復

平穩的心情（林佳慧等人，2019）。在兒童衆多能力中，情緒能力可謂是發展較早的能力之一，在

15—18 個月左右的幼兒初步意識到自己的情緒狀態（Lewis, 1990），4 歲以後的兒童情緒能力發展

逐漸趨於平穩（張春曉等人，2015）。

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二者之所以有關聯，首先，可由抑制控制理論（inhibitory control theory）
來看，抑制控制可說是執行功能的核心成分（簡馨瑩，2020），執行功能讓個體在完成複雜的認知

任務時，對各種認知過程進行協調，以實現特定目標，其本質是控制和調節其他認知過程（張冀，

2011；Diamond, 2013）。可見，抑制控制可讓個體控制注意、行為、思想和情感，以避免做出不當

行為。為避免不當行為之發生，在社會情境中，必須調節自己的情緒，以符合當時的情境（李美華

等人，2007）。因此，兒童的努力地抑制控制可以促進情緒能力的發展（Liew, 2012）。再者，從「整

體發展觀」來看，人類的生理、認知、情緒及社會發展皆爲互相依賴而運作，無法單靠一領域的發

展而推進，強調各個領域相互作用的過程（葉郁菁等人，2016）。就兒童情緒能力的發展，社會文

化觀點也強調情緒並非單一的成分的發展過程，而是神經啟動、體驗，表達以及其他成分在社會交

往的一段時間裡被組織起來的動態關係。因此，從情緒啟動的來源看，情緒與認知和社會性發展的

聯繫較為密切（羅崢、郭德俊，2002）。再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來看，認知和情緒是錯綜複雜的

聯繫，共同處理資訊和執行行動（Bell & Wolfe, 2004; Cacioppo et al., 1999），也就是執行功能與情

緒能力彼此關係密切。

另外，Li 等人（2020）研究也證實：通過執行功能訓練，可以改善學齡前兒童的情緒能力。因

為高執行功能是高自我控制能力的表現（Fuhs et al., 2014），透過執行功能中的抑制、轉換、工作

記憶，夠幫助兒童在社會情境中管理好自己的行為，進而影響兒童情緒調節能力（Carlson &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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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也就是執行功能幫助兒童在社會情境中，控制自己的行為，以保持注意力，記住情境中所
需遵守的規則，以及控制和調節自己的情緒，克制自己的衝動行為，以滿足情境中的要求（謝慶斌
等人，2019）。
就以上的論述，如實驗研究結果證明，兒童的執行功能會影響情緒能力。

（二）幼兒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關聯

Ladd（1983）認為當幼兒能運用認知與行為，以達到適應社會文化及與他人互動的目標，進
而達到社會期望與自我實現的能力時，他便已具備社會能力。程景琳等人（2016）與Milligan等人
（2017）都認為學齡前兒童的社會能力是在社會環境中平衡自我與他人需求之能力，將社會能力聚
焦在主動性、獨立性、合群性、順從性四個行為表現上。
至於幼兒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間具有關聯，首先，從社會認知能力整合模型（socio-cognitive 

integration of abilities model）來看，社會能力被認為是通過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在童年和青春期逐
漸演變的，由社會認知能力整合模型可知這些因素彼此之間的影響（Tuerk et al., 2021）。此理論
認為個體透過在內在與外在，如生理與環境因素（phys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factors），與幼兒
的認知功能（如，注意／執行）彼此互動，進而影響社會能力（Beauchamp & Anderson, 2010）。
Tuerk 等人（2021）採用此模型，以 103位兒童的父母親為研究對象，採用階層迴歸，結果證實：
兒童具有較低的負向情緒性氣質、執行功能分數較高者，以及更好的非語言溝通者都有更好的社會
能力。
再者，人際關係是一種心理關係，這種關係由人的內部因素提供可能性，受環境的影響，因行

為而產生（楊陽，2016）。從交互決定論（reciprocal determinism）來看，個體的內部因素與行為以
及環境之間相互作用，個人的不同認知、氣質或性格上的特徵會啟動不同的社會環境反應，不同的
社會環境反應又會影響個人對自我及他人的認識和評價（Bandura, 1978）。
另外，一些研究證實幼兒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有正向關聯，如Carlson等人（2013）明確的指出：

執行功能被公認為是個體的社會能力發展的關鍵預測因素；Caporaso等人（2019）認為執行功能在
學齡前階段的社會能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越來越多的文獻探索了執行功能如何影響社會能力的後
續發展（Perry et al., 2018），如 Razza與 Blair（2009）以 3.5—6 歲 的幼兒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
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合作、互動、獨立三個層面）有正向的關聯。同樣，Alduncin等人（2014）
利用階層迴歸分析，也發現幼兒的執行功能對社會能力愈有正向的解釋力，也就是幼兒的執行功能
對社會能力有正向的影響。金心怡等人（2012）的研究也發現：執行功能發展較好的 6歲兒童具有
較高的社會能力。
另外，亦有研究發現：執行功能中的某一內涵會影響社會能力，如 Ciairano等人（2007）以 7、

9 與 11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研究了執行功能中的認知彈性（cognitive flexibility）與社會互動的關係，
結果發現高認知彈性兒童具有較高的合作行為（cooperative behavior）。而McQuade等人（2013）
發現工作記憶與社會能力有正向關聯。這些研究明確地表明，執行功能的重要內涵與社會能力的關
聯。
就以上的論述，執行功能會影響與預測社會能力，因此，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有正向關聯。

（三）幼兒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之關聯

幼兒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之關聯密切，從 Eisenberg等人（1996）所提的情緒社會化啟發模型
（heuristic model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p. 243）來看，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二者都是父母
試圖將情緒社會化的結果。就定義來看，情緒能力包括瞭解自己和他人的情緒，因情境和文化，而
適當的方式表達情感的傾向，以及抑制或調節經驗、表達情感和情感衍生行為的能力，以社會可以
接受的方式實現目標。為了讓社會可以接受，因此，在社會互動中，個體必須因時，因情況，保持
與積極的關係，此乃社會能力的展現（Rubin & Rose-Krasnor, 1992）。可見 Rubin與 Rose-Krasnor
（1992）認為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密切相關。而 Eisenberg等人認為此二變量互為因果，也就是二
者彼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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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能力影響情緒能力方面，擁有較高社會能力的兒童，更容易在同伴和成人的互動中擁有
良好的人際關係（謝育伶、陳若琳， 2008）、表現出符合社會脈絡下合宜地交往行為（Rose-Krasnor, 
1997），進而成功地獲得人格與情緒的穩定發展（Katz & McClellan, 1997）。Denham等人（2003）
研究證實：3—4歲兒童的社會能力預測了同一時期測量的情緒能力，尤其對情緒調節的預測效果最
為明顯。因此，社會能力高者將有助於情緒能力的學習和發展。再者，謝曼盈與潘靖瑛（2019）採
用準實驗設計的方式，探討「社會與情緒學習課程」對幼兒「覺察他人情緒能力」之影響。結果發現，
實驗組在整體「幼兒覺察他人情緒能力測驗」得分、情緒表情辨識的正確率、預測他人情緒的正確
率上，實驗組有顯著的成長。
就情緒能力影響社會能力方面，發展情緒能力和維持積極的社會互動是幼兒階段的主要發展任

務（Parker & Gottman, 1989）。而 Boyatzis等人（2000）指出兒童情緒能力之發展及表現與人際互
動之關係密切。Saarni（1990）與 Parke（1994）認為：情緒能力對兒童與他人互動和形成關係的
能力至關重要，正如 Saarni（1999）所言：學齡前兒童能以情緒為基礎對當下情境作出反應，同時
又有策略地將他們關於情緒和表達的知識應用到與他人的關係中，以便他們能夠協商人際交往並調
節自己的情緒體驗。不僅如此，情緒能力的每個組成要素，如情緒知覺、情緒表達、情緒理解及情
緒調節等都對 2—5歲階段的社會能力有貢獻，是同伴關係的成功啟動的關鍵（Howes, 1987）。例
如一些實徵研究指出，情緒調節與社會能力有正向關聯（Thompson, 1991），或有預測力（Spinrad 
et al., 2006）。另外，幼兒的情緒理解對目前與未來的社會能力都有預測作用（Denham et al., 
2003）。

（四）情緒能力或社會能力之中介角色

前面已論述，執行功能可預測或解釋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而社會能力有助於情緒能力之提升。
可見，幼兒的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另外，Denham 等人（2003）對3—
4歲幼兒的情緒能力進行評估後發現，即使在幼稚園早期，幼兒的情緒能力對其社會能力的貢獻也
有著長期的意義。Ciarrochi 等人（2003）的實徵研究指出，對社會能力最有影響力的是情緒表達，
其次是情緒調節，最後是情緒理解，可見情緒能力會增進社會能力，因此，情緒能力在幼兒的執行
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也就是說，情緒能力或社會能力可能都具有中介作用，因此，
本研究提出二個中介假設模型，以確定何者之中介效果較佳，而所提的假設為：

H1：幼兒的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2：幼兒的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綜合以上所述，執行能力、社會能力和情緒能三者之間有所關聯，但在臺灣尚未有研究從中介

效果的觀點探討三者之關聯。較相關的研究是林佳慧等人（2019）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36
月齡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家庭中親子共讀的實施情況與其相關因素之關聯。結果發現：親子共讀
對幼兒的社會能力、注意力／執行功能、語言理解的發展也有正向效果，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探
討 48月齡幼兒的執行功能和其情緒能力及社會能力三者之關聯情形，並比較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
在三者間之中介效果。除可彌補目前研究上的不足外，可進一步了解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在三者間
中介效果之強弱，並依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改進幼兒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之實務性
及未來研究之建議。

方法

（一）研究對象

為探討幼兒執行功能、情緒能力和社會能力三者之情形及關聯，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
查資料庫」（簡稱 KIT）（張鑑如，2021）之所蒐集第二波 48月齡 2,031 名樣本資料進行分析。
KIT第二波 48月齡樣本以臺灣地區（不含臺東縣蘭嶼鄉、綠島鄉），出生區間為 2013 年 4 月 1 日
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的幼兒為母體做抽樣，採分層兩階段抽樣法進行抽樣（除花東地區採用個人為
單位進行抽樣），共抽取 4,260 案。以面訪幼兒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的方式的進行資料收集，最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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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樣本 2,031人。因預試上的需要，從中抽取 100人，作為預試樣本，剩餘 1,931人作為正式樣本。
就背景變量的分配如表 1。

表 1
正式樣本背景變量分配

背景變量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童 980 50.80

女童 951 49.20

是否上幼兒園

是上幼兒園（含在托嬰中心） 392 20.30

在家自行照顧（含在親友家與保母家） 957 49.60

國小以下  10  0.50

國（初）中 106  5.50

父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 534 27.70

專科 293 15.20

大學／二技 640 33.10

碩士以上 317 16.40

國小以下  19  1.00

國（初）中  97  5.00

母親教育程度

高中（職） 487 25.20

專科 303 15.70

大學／二技 795 41.20

碩士以上 210 10.90

註：因有遺漏值，是以部分背景變量的總和未達 1,931人。

（二）研究工具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變項「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社會能力」均由「幼兒發展
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張鑑如，2021）中家長問卷的相應的題目調查得來。此一資料庫的建置，
目前釋放出 36與 48月齡的數據。此三量表上 36與 48月齡都是同分量表。此三份量表於 2015年，
進行預試，在資料庫中顯示各層面與總 α信度。本研究以 48月齡為研究對象，且 KIT資料庫中的
三份量表已有明確的層面，因此，從 48月齡總樣本中選取 100人，直接進行 CFA，且以適用小樣
本（30—100人）的 PLS-SEM來分析，以獲得更適合樣本的信、效度。
分析結果顯示：三份量表的：1. 觀察指標的 λ介於 .58— .93之間，符合 .50— .95之間，λ越

高表示該觀察指標（題目）對所屬的潛在變量（層面）越是重要。2. 潛在變量的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AVE愈高，則表示該潛在變量有愈高的收斂效度，其標準值是 
> .50，三份量表的 AVE介於 .54— .83之間；3. 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可視為構念的
內部一致性，三份量表 CR介於 .79— .91之，符合 > .60的標準。4. 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DV）一個潛在變量與其他潛在變量實際的差異程度。Fornell與 Larcker（1981）的主張：只要潛在
變量的 AVE平方根大於與其他變量的相關，即表示具有區別效度，結果都符合。最後的信效度結
果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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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FA結果摘要

潛在變量 λ CR AVE
DV

代表題目
1 2 3 4

執行功能 .58– .84 .88 .54
單一因素

沒有區別效度
孩子能夠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其他人

社會能力

1. 主動性 .77– .89 .89 .67 .82 孩子會主動建議其他小朋友玩 麼遊戲

2. 合群性 .74– .91 .90 .69 .47 .83 孩子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合作完成工

3. 獨立性 .90– .93 .91 .83 .43 .37 .91 孩子有「自己事情自己做」的習慣與態 

4. 順從性 .69– .93 .87 .69 .24 .48 .45 .83
即使到 睡覺時間卻還 想睡時，孩子依然會上床

準備睡覺。

情緒能力

1. 情緒表達 .77– .84 .86 .67 .82
孩子會以語言或身體動作（ 如，擁抱、跺腳）

表達出他的心情

2. 情緒覺察 .65– .84 .79 .55 .62 .74 孩子發現有人在注意他時，會感到難為情

3. 情緒調節 .66– .84 .84 .57 .33 .38 .76 孩子遇到挫折或困難時，能恢 平穩的心情

4. 情緒理解 .68– .82 .88 .60 .66 .69 .48 .77 孩子能從別人的表情，知道他有這個心情的原因

註：DV欄位中粗黑字體是 AVE平方根。

（三）假設中介模型與資料分析

本文依據研究假設，提出二個中介假設模型（圖 1與圖 2），分別以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為中
介變量，探討執行能力、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三者之間的關聯。
另外，Alduncin等人（2014）提出背景變量會影響社會能力的發展，如姚端維等人（2004）實

徵研究結果，顯示：3—4歲幼兒的性別在情緒能力上有顯著差異，所以幼兒的性別將視為控制變量。
尚有丁麗麗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幼兒的情緒問題越低，社會能力越佳，
所以也將父母親的教育程度納入控制。本研究對象為 48月齡，樣本中有 997名上幼兒園，另有 419
名是在家自行照顧。因為學習環境會影響社會—情緒能力（Domitrovich et al., 2017），所以是否上
幼兒園，也會影響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因此，也加以控制。
由於性別與是否上幼兒園屬於類別變量，因此，加以虛擬（dummy），男童代號 1，女童代號

0。而是否上幼兒園則分：上幼兒園代號 1，在家自行照顧代號 0；至於親生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採
用馬信行（1990）的主張，以教育年來換算。換公式為：國小程度 = 6、國中程度 = 9、高中（職）
程度 = 12年、二專、五專程度 = 14、大學程度 = 16、研究所以上 = 18。
在統計分析上，本研究先以共變數為基礎的 AMOS執行中介效果模型（N = 1,931）。執行

的結果發現常態性檢驗（assessment of normality）的多變量（multivariate）值是 14.17（t = 17.42, 
p < .001）。榮泰生（2007）指出：若 t值大於 1.96（p < .05），及表示違反非常態分配的假設，
因此，本研究採用適合非常態資料，以變異數為基礎的 PLS-SEM，來分析中介假設模型，軟體是
SmartPLS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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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情緒能力為中介的假設模型

圖 2
社會能力為中介的假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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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共同方法變異

本研究之資料取自 KIT資料庫，若資料庫中的變量資料為單一來源，如都是由主要照顧者填
答，則可能會有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程景琳等人，2016）。而
CMV是指研究方法所造成的偏差，導致變量之間關係的膨脹或衰減，此一問題常發生於問卷調查
法（Burton-Jones, 2009），因此，先檢驗 CMV是否嚴重。

CMV的檢驗上，是採用 Lindell 與 Whitney（2001）所提的未測量潛在方法構念（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其檢驗過程是將所有變量的層面設為潛在變量，其所屬的題目設為觀察
指標，並設定潛在變量彼此有相關，此稱為「無 CMV模型」。另在此模型上，再增加一個 CMV
潛在變量，而將所有的潛在變量的題目都設為 CMV的觀察指標，此稱為「CMV模型」。若 CMV
模型的擬合度優於無 CMV模型，表示 CMV問題不大。
本研究的 CMV檢驗是採用 AMOS 24.0軟體來執行，檢驗結果二個模型的整體適切度上（見表

3），在 χ2、RMSEA、GFI、AGFI、IFI、TLI、CFI、PNFI與 PCFI等指標上，CMV模型都優於無
CMV模型。而用於競爭模型的指標 CAIC與 BIC則以 CMV模型較佳。所以，整體比較結果 CMV
模型的擬合度優於無 CMV模型，所以，CMV問題不大。

表 3
有、無 CMV模型擬合度之比較

模型指標
χ2

(df, p)
RMSEA GFI AGFI IFI TLI PNFI PCFI CAIC BIC

標準值 p > .05 < .05 > .90 > .50 越小越好

無 CMV
4660.95

(460, p < .001)
.07 .87 .84 .84 .82 .72 .73 5531.19 5430.19

CMV
3167.46

(427, p < .001)
.06 .91 .89 .90 .87 .78 .80 4332.05 4188.05

（二）各研究變項之相關情形

表 4呈現本研究各觀察指標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若將控制變量排除，只分析在潛在
變量觀察指標彼此的相關，幼兒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的四個層面、情緒能力個四層面彼此之間等皆
呈現顯著正相關，且相關係數介於 .31— .61。依據邱皓政（2006）所提的相關係數達顯著時，其高
低判斷標準分為五種程度：相關係數絕對值是 1.00時，為「完全高相關」；在 .70— .99之間者為「高
度相關」；在 .40— .69之間為「中度相關」；在 .10— .39之間為「低度相關」；而在 .10以下時，
為「微弱或無相關」。就此標準，幼兒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的四個層面、情緒能力個四層面之相關
程度是位於低至中度相關之間。

表 4
各潛在變量之觀察指標的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N = 1,931）

1 2 3 4 5 6 7 8 9 M SD

1. 執行功能 1.00*** 　 　 　 　 　 　 　 18.98 3.54

2. 情緒調節 .47*** 1.00*** 　 　 　 　 　 　 12.98 3.01

3. 情緒覺察 .42*** .36*** 1.00*** 　 　 　 　 　 11.65 2.14

4. 情緒理解 .50*** .48*** .54*** 1.00*** 　 　 　 　 19.26 4.0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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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M SD

5. 情緒表達 .44*** .39*** .49*** .61*** 1.00*** 　 　 　 12.79 2.14

6. 獨立性 .47*** .44*** .32*** .40*** .37*** 1.00*** 　 　   7.51 1.69

7. 主動性 .48*** .45*** .37*** .57*** .60*** .49*** 1.00*** 　 15.13 3.38

8. 合群性 .49*** .47*** .35*** .44*** .46*** .45*** .56*** 1.00*** 15.66 2.99

9. 順從性 .53*** .45*** .36*** .39*** .31*** .43*** .35*** .46*** 1.00*** 10.81 2.52

*** p < .001.

（三）中介效果分析

中介效果檢驗上，就 Baron 與 Kenny（1986）的觀點，分三步驟來分析，最後才能確定是否具
有中介效果。三步驟茲分述如下：

1. 外衍變量與內衍變量之關係

首先確定外衍變量（執行功能）與內衍變量（情緒能力）彼此有關係存在。即將執行功能與
情緒能力自成一個模型，分析二者的徑路係數是否達顯著。分析結果顯示：徑路係數是 .59（p < 
.001）達顯著，表示二者的關係達顯著相關，因此，步驟一成立。

2. 外衍變量與中介、中介與內衍變量之關係

在步驟一確立後，繼續分析步驟二，即外衍變量與中介變量（社會能力）、中介變量與內衍變
量等二條徑路係數是否達顯著。分析結果顯示：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 .64（p < .001），社會能力與
情緒能力 .71（p < .001），二個模型的徑路係數都達顯著。所以，步驟二也成立。

3. 中介效果

由於步驟一與二都成立，接著執行步驟三，即中介效果模型之分析。在分析果的說明上。由於
本研究提出各自以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為中介變量，以驗證二個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果。在比較上，
首先，說明二個中介模型的適切性，模型的適切性可再分為測量模型（在 PLS中稱為外模型）與結
構模型（在 PLS中稱為內模型）。次說明二個模型中介效果。茲分述如下：
在測量模型適切性上，可用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λ）、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變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DV）（Hair 
et al., 2014）。首先，λ方面，由於二個中介模型的觀察指標都是一樣，所以在 λ上非常相近，執行
功能等三個潛在變量的觀察指標之 λ介於 .72—1.00之間（見表 5），由於執行功能與性別等四個
控制變量都是單一觀察指標，沒有變異，所以 λ = 1.00，其他觀察指標的 λ都符合 .50— .95之間的
標準；CR方面，兩個中介模型的 CR值相等，七個變量的 CR介於 .85—1.00之間，符合 CR ≧ .60
以上的標準；AVE方面，兩個中介模型的 AVE值相等，介於 .59—1.00，符合 ≧ .50以上的標準；
區別效度（DV）方面（見表 6），若是在變量的 AVE平方根大於與其他變量的相關之值，即具有
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分析結果顯示：兩個中介模型都符合標準。總之，λ、CR、
AVE、DV等四項數據都符合標準，也表示測量模型適切。

表 4
各潛在變量之觀察指標的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N = 1,93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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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介模型之測量模型適切度

指標 情緒能力為中介 社會能力為中介 標準值

所有觀察指標的 λ .50– .95

CR   .85   .85 ≧ .60

社會能力   .86   .86

情緒能力 1.00 1.00

執行功能 1.00 1.00

性別 1.00 1.00

是否上幼兒園 1.00 1.00

母親教育程度 1.00 1.00

父親教育程度

AVE ≧ .50

社會能力   .59   .59

情緒能力   .61   .61

執行功能 1.00 1.00

性別 1.00 1.00

是否上幼兒園 1.00 1.00

母親教育程度 1.00 1.00

父親教育程度 1.00 1.00

表 6
中介模型之區別效度

變量 1 2 3 4 5 6 7

1. 執行功能 1.00 　 　 　 　 　 　

2. 性別 -.09 1.00

3. 情緒能力 .59 -.08 .78

4. 是否上幼兒園 .03 .02 .02 1.00

5. 母親教育程度 .08 .01 .06 .08 1.00

6. 父親教育程度 .05 .03 .05 .07 .62 1.00

7. 社會能力 .64 -.09 .71 .00 .05 .02 .77

註：DV欄位中，字體粗黑者為 AVE平方根。

在結構模型適切性上，依據 Hair等人（2014）主張有共線性（collinearity）、決定係數（R2）、
效果值 f 2與預測相關性 Q2等四項數據來說明（見表 7）。茲說明如下：
在共線性上，以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為判斷基準，二個中介模型中

的潛在變量彼此之間的 VIF介於 1.00—1.98之間，都 < 5.00，可見二個中介模型的共線性問題小。
在 R2上，R2代表預測的準確度，也代表模型中所有外衍變量對內衍變量的整體解釋效果（Hair 

et al., 2014）。以情緒能力為中介的模型中，社會能力 = .58；在社會能力為中介的模型中，情緒能
力 = .54。就 Hair等人（2014）所提的 R2標準來看：≧ .75為高效果值、≧ .50為中效果值，≧ .25
為低效果值，結果顯示外衍變量對內衍變量的解釋力屬於中度效果。
至於 f 2此值是排除某一特定外衍變量後，R2變化的情形。性別等四個控制變量對情緒能力極微，

介於 .00— .002之間，此一結果顯示性別等四個控制變量對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幾乎沒有影響力。
而在二個中介模型中，執行功能分別為 .18與 .06，情緒能力 = .41，社會能力 = .41。依據 Co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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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對 f 2所提的標準：≧ .02、≧ .15、≧ .35分別為低與高效果值。顯示執行功能對情緒能力
或社會能力的影響具有低與高度的效果。

 最後，Q 2標準值是大於 0。結果：在二個中介模型中，情緒能力分別為 .21與 .32，社會能力
則是 .33與 .24，都大於 0，表示模型外衍變量對內衍變量具有預測相關性。
就 VIF、R2、f 2與 Q 2等四個結構模型適切度指標來看，結構模型適切。

表 7
中介模型之結構模型適切度

指標
情緒能力為中介 社會能力為中介

標準值
內衍變量：社會能力 內衍變量：情緒能力

VIF 1.00–1.95 1.00–1.71 < 5.00

R2 .58 .54
> .25（低）
> .50（中）
> .75（高）

f 2 
執行功能 .18 .06 > .02（低）
性別 .00 .00 > .15（中）
情緒能力 .41 > .35（高）
是否上幼兒園 .00 .00
母親教育程度 .00 .00
父親教育程度 .00 .00
社會能力 .41
Q2 > 0
情緒能力 .21 .32
社會能力 .33 .24

就以上的模型檢驗結果顯示，二個中介效果模型都適切。因此，進一步的分析兩個中介模型的
中介效果。在中介效果模型的分析上，是透過直接效果、間接效果與總效果，來說明中介效果（見
表 8）。
在直接效果方面，從兩個中介模型的徑路來看（見圖 3與圖 4），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社會

能力與情緒能力、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的徑路係數介於 .23— .64之間，都達顯著。
間接效果方面，以情緒能為中介的模型之間接效果是執行功能對情緒能力、情緒能力對社會能

力等二條徑路係數相乘，相乘後得到 .30（.59* .51）。而以社會能力為中介的間接效果則是 .36（.64* 
.56）。
另外，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Hair等人（2016）主張由解釋變異比（variance accounted for）來判

斷。解釋變異比為間接效果值除以總效果（間接效果＋直接效果），以情緒能為中介的模型之解釋
變異比 47.11%，而以社會能力為中介的解釋變異比是 61.83%。依照 Hair等人所提的標準：VAF 大
於 80%者為完全中介，介於 20%—80%則為部分中介，小於 20%則無中介效果。就此標準，社會
能力與情緒能力在中介模型中都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表 8
中介模型之中介效果

徑路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解釋變異比

情緒能力為中介

執行功能對情緒能力 .59 – .59 –

情緒能力對社會能力 .51 – .51 –

執行功能對社會能力 .34 – .34 –

執行功能→情緒能力→社會能力 .34 .30 .64 47.1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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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路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解釋變異比

社會能力為中介

執行功能對情緒能力 .23 – .23 –

社會能力對情緒能力 .56 – .56 –

執行功能對社會能力 .64 – .64 –

執行功能→社會能力→情緒能力 .23 .36 .59 61.83%

圖 3 
情緒能力為中介的考驗結果

*** p < .001.

表 8
中介模型之中介效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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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社會能力為中介的考驗結果

* p < .05. *** p < .001.

由於二個中介模型都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中介效果是否統計上的意義，則需進一步驗證。依
Smart PLS內建功能自助法（bootstrapping）的功能，抽取 5000次，即可獲得考驗結果。結果顯示，
社會能力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果的值是 .36，達顯著差異（t = 23.82, p < .001, 95% CI [.33, .39]），
情緒能力的中介效果值是 .30，也達顯著差異（t = 21.98, p < .001, 95% CI [.27, .33]）。也就是此二
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果都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綜合以上中介效果之分析，顯示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關係上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而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之間也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從解釋變異比來看，社會能力當中
介變量之解釋變異比高於情緒能力。

討論

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結果，發現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三者之間具有關聯，且提出以
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各自為中介變量的假設模型。經 PLS-SEM，分析結果發現二條中介假設都得
到支持。之所以得到支持的原因討論如下：
不論以情緒能力為中介，或是以社會能力為中介之模型上，執行功能、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三

者之間都具有顯著關聯。首先，幼兒的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即幼兒執行能力
愈高，其情緒能力亦越高。此結果與以往研究相似，如 Traue與 Pennebaker（1993）研究發現，情
緒控制能力與抑制控制顯著相關。Riggs等人（2006）研究結果表明：執行功能表現越好，情緒能
力表現越好。此種關聯性反映出，人的情緒複雜性是與生俱來的，但表達的方式卻是可以通過學習
與教育的過程來改變與管理。通過執行功能，可以改善學齡前兒童的情緒能力，尤其是要注重幼兒
抑制控制能力的發展，因為此能力在幼兒情緒能力發展中重要作用尤為明顯（Li et al., 2020）。
再者，幼兒的執行功能會與社會能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此一研究結果呼應一些研究，如

Carlson等人（2013）明確的指出：執行功能被公認為是個體的社會能力發展的關鍵預測因素；
Caporaso等人（2019）認為執行功能在學齡前階段的社會能力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又如 Razza與
Blair（2009）的研究發現 3.5—6 歲 的幼兒之執行功能與社會能力有正向的關聯，而 Alduncin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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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也發現此一現象。二者之所以有關聯，原因在於執行功能是一個包括控制思維和行動所涉
及的一組高階認知能力。而執行能力包含抑制控制、視覺工作記憶、注意力轉換、心向轉移、認知
彈性、及口語流暢等能力（Blair & Razza, 2007），此等能力能增進社會能力，例如工作記憶，此
指個體接受感官接受訊息後，經過注意此一功能的篩選後，短暫地儲存，作為個體在學習或理解複
雜概念時的資源（Baddeley, 2010）。所以，儘管分心，仍能夠記住和操縱資訊，似乎是最重要的執
行功能技能，其支援在幼兒的社會能力（Caporaso et al., 2019），如降低衝突行為（McQuade et al., 
2013）。另外，高度的認知彈性也能促進高度的合作（Ciairano et al., 2006），因為，認知彈性指根
據當下之情境，調整策略，以符合當下之需要（Ozonoff & Jensen, 1999），因此，增進主動、合作、
獨立與順從等社會能力。再者，抑制功能是指個體自主控制與壓抑衝動（Lezak et al., 2004），因此，
有助於合群與順從等社會能力。
第三，幼兒的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之所以有關聯原因在於：幼兒若是具有

較佳的社會能力，較能適應學校及其他環境的生活，與人互動良好，人際關係和諧，能合作分享（程
景琳等人，2016；Rubin & Rose-Krasnor, 1992）。反之，情緒能力對兒童與他人互動和建立關係的
能力（Parke, 1994），如 Saarni（1999）所言：幼兒在情感反應上，是有策略性地將情緒和表達的
知識運用到與他人的關係上，以便能夠順利地人際互動。這如 Denham 等人（2003）所指出：幼兒
的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彼此都具有預測力，可見，情緒能力對其社會能力二者互為因果關係。
在中介效果方面，本研究依據已有研究發現，提出「H1：幼兒的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社會能

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與「H2：幼兒的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驗證
結果發現：就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三者之間的關聯，不論社會能力或情緒能力當中介變
量，都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 H1與 H2都獲得支援，但是情緒能力中介解釋變異比
是 47.11%，社會能力則是 61.83%。此一數值顯示：執行功能透過社會能力，來增進情緒能力之值
高於透過情緒能力來增進社會能力。
社會能力之所以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具有較高的中介效果，原因如前所言，執行功能

包含抑制控制、視覺工作記憶、注意力轉換、心向轉移、認知彈性、及口語流暢等能力（Blair & 
Razza, 2007），透過此等能力，進而增進社會能力。也就是增進獨立性、主動性、合群性及順從性
等社會能力，使幼兒更有適應學校及其他環境的生活，與人互動良好，人際關係和諧，能合作分享
（程景琳等人，2016；Rubin & Rose-Krasnor, 1992）。
第四，社會能力也是人格特質的展現，如主動性、合群性、獨立性、順從性。透過此等人格特質，

引導個體能適應外在環境，使個體善用資源與周遭環境，去因應他人要求（Denham et al., 2003）。
而在此過程中，能促進幼兒情緒能力的發展，如兒童在此情境中能夠評價引發情緒的原因（Brown 
& Dunn, 1996），甚至運用多種策略（建構性、情緒釋放與破壞等三種策略）來應對同伴間衝突情境。
當幼兒在面對同伴間的衝突，更願意採用積極的活動來改變緊張的環境從而降低緊張情緒，而較少
的採用破壞物品和傷害他人的消極方式來緩解自己的消極情緒（姚端維等人，2004）。
整體言之，之所以具有中介效果，乃是執行功能的本質就是一種自我調節的能力，實際就是每

個人的一種自控力。若一個自控力好的人，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人，必然受到周遭人的尊重，
別人自然喜歡與他交往，這個歷程自然會激勵在與他人互動中自發地展現自己能力，表達自己想法，
做出符合社會期待或可接受的社會行為。個體透過社會交往學習到情緒知識的能力，進而進行適宜
的情緒表達的能力，策略性地在人際互動中應用情緒知識和調節自己的情緒，交往能力越好。也就
是說，越會交往的人情緒能力發展越高。反過來，情緒能力越高者越會交往，社會能力越強。這三
者是一個良性的循環發展過程。
第五，在文獻時，為確立何者為外衍變量，或中介變量，或外衍變量，即哪一變量可能為因，

何者可能為果，也就要確立變量之間的方向性。然在文獻分析時，通常會將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一
併分析，前者屬於量化的調查，是橫斷式調查，只能間接推論因果關係；而實驗研究是縱貫式調查，
能直接驗證因果關係。以幼兒為研究對象而言，可多採用實驗研究，如此可直接量測幼兒在該作業
表現，可接斷定影響有多大。至於問卷調查通常是針對主要照顧者或請教師來填寫，因果關係不明，
所以在文獻分析時，若利用問卷調查之文獻，應多利用多元迴歸或 SEM統計之研究為主，此二種
統計通常會利用預測或解釋的字眼，表示方向有前後之分。

最後，在研究限制上，本研究以 KIT 資料庫中 48 月齡的兒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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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的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三者之間具有顯著關聯。在兒童衆多能力中，情緒能力可謂

是發展較早的能力之一。有研究發現，15—18 個月左右的幼兒初步意識到自己的情緒狀態（Lewis, 
1990）。4—5 歲幼兒已發展出情緒察覺和辨識的能力（Carroll & Steward, 1984）。對於情緒表達，

有研究表明：幼兒 2 歲左右開始逐漸能陳述出事情間的因果關係；約 3 歲能理解他人的行爲的意圖，

6 歲的時候可以比較清晰地復述複雜的情緒狀況及產生原委（Bloom & Capatides, 1987）。Brown 等

人（1991）發現 4—6 歲的兒童可察覺出有效的情緒調節策略。總體而言，3—5 歲的幼兒已具備一

定的情緒能力。3—3.5 歲幼兒與 4—4.5 歲幼兒情緒能力存在差異顯著，而 4—4.5 歲與 5—5.5 歲幼

兒情緒能力差異不顯著，4 歲以後的兒童情緒能力發展逐漸趨於平穩（張春曉等人，2015）。但本

研究結果只適用於 48 月齡的兒童，若是要推論到其他月齡的兒童，則應慎重，勿過度推論。

至於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等三變量的層面因研究而有所不同，而本研究是採用 KIT 資料庫中的

48 月齡兒童的數據。此資料庫的問卷在編製時，即依相關的理論加以發展，具有學理上的基礎。以

情緒能力為例，Saarni（1999）認為在社會情境中一個人顯現出情緒能力有四種：第一，從周圍環

境中獲取情緒知識的能力；第二，進行適宜的情緒表達的能力；第三，能以同理心連結自己與自己、

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體驗的能力；第四，策略性地將情緒知識應用在人際互動中以進行正向情緒調節

的能力。簡言之，情緒能力實際包含了四個重要成分，即情緒覺察、情緒表達、情緒理解及情緒調

節（Denham et al., 2002）。而 KIT 資料庫也是採用此四個層面，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限於此

四個層面。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幼兒的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彼此有正向關聯，且情緒能力在執行功能與
社會能力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社會能力在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之間也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但社
會能力的中介效果大於情緒能力。這一結論在理論上增進了對我們幼兒情緒發展機制的深入瞭解，
在實務上就幼兒情緒能力的發展可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措施。
就此發現，首先建議家長、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應重視幼兒的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情緒

能力三項心理特質之培養，加強幼兒執行功能以促進其情緒能力發展，尤其更應注重社會能力，因
為此一能力使執行功能與情緒能力二者的關聯更加緊密。比如，在孩子獨立性和自主性與的萌發的
時期，成人要尊重孩子「獨立自主」的權利；滿足孩子自我表現，想要自己做事的欲望；接納孩子
在學習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失誤；用期待的眼光、寬容的心態看待孩子的成長；在適當的的時機給予
孩子適宜的指導幫助，包括清楚示範動作配以適當的語言講解、態度上的信任與鼓勵及有利的設施
條件上的支持等。對嬰幼兒來說，社會能力須通過自理能力的培養才得以發展，具備這樣的能力有
利於孩子形成積極的自我認知和學會調節自我行為，能幫助兒童更好地融入集體社會生活，在人際
交往中促進情緒能力的發展。
其次，應從整體性觀點深入分析影響幼兒社會能力或情緒能力的關聯模型。因為，本研究以張

鑑如（2021）所建置的 48月齡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為例，探討幼兒的執行功能、社會能力與
情緒能力三者的關聯與中介效果，結果發現三者之間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與部分中介效果。也就
是執行功能發展較好的幼兒，其社會能力也較高，所表現出的情緒能力亦愈佳。從個體發展「整體
性觀點」（holistic perspective）的主張，即探討個體發展的現況與變化時，需考量各種發展能力的
相互影響。儘管不同發展領域之學者通常僅聚焦於單一特定面向（如，認知、身體動作、語言、或
社會情緒）的探討，但個體不同面向的能力實際上是互有關連的。是以，評估不同發展特性之間的
相互影響，亦是瞭解個體發展的重要參考（葉郁菁等人，2016）。且在 KIT資料庫中尚調查語言發
展、社會情緒發展、身體動作發展、家庭因素等眾多數據，因此，可就本研究之發現為基礎，併入
以上的數據，一併的分析彼此之間的關聯模型。
第三，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因果關係再確認。本研究是以 48月齡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執行

功能、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三者之間的關聯，本研究發現，在這一模型中，情緒能力與社會能力皆
具有中介效應，彼此都具有預測力。可見，情緒能力對社會能力二者互為因果關係。然而對這一發
現我們必需謹慎看待。因為在任何同時存在的相關性中，雙向影響的可能性普遍存在（Denham et 



教 育 心 理 學 報450

al., 2003）。Devine等人（2016）建議利用縱貫資料來驗證二者因果關係的強弱。因此，未來研究
可選取同一批樣本兩個以上的時間點進行評估，以便做出更為嚴謹、科學地因果推論。
最後，KIT主要是由家庭主要照顧者報告孩子執行功能等三方面的能力。雖然這可能反映出大

多數臺灣幼兒的發展現況，但在未來的研究中，也可以通過多種資訊提供者（如，教師），來提供
不同情境下兒童執行功能、情緒能力及社會能力的發展。例如 Baxter等人（2021）請教師與家長填
答由而社會能力問卷，進而比較二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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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re crit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Executive function refers to the cognitive process that consists of a set of interrelated cognitive 
activit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completing a set of purposeful and targeted thoughts and behavior, including preplanning, the 
flexible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inhibition of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inappropriate reactions.

Executive function can improve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preschoolers to control behavior, maintain attention, 
remember rules, regulate emotions, and restrain impulsive behavior. Executive function also affects aspects of social 
competence, such as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working memory, which are components of executive function. Ciairano et al. 
(2007) observed that children with high cognitive resilience have higher cooperative behavior. McQuade et al. (2013) found that 
working memory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ompetence.

Emotional competence refers to the self-efficacy of developing and manifesting emo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s in a social 
situation (Saarni, 1999). Social competence in young children refers to the use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o adapt to social 
culture, interact with others, and meet social expectations. Emotional competence affects social competence, and vice versa. To 
be socially competent, preschoolers must balance the needs of themselves and others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by employing four 
traits: independence, assertiveness, sociability, and compliance. 

Executive function can improve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ompetence.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ompetence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earched for the keywords “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databases such as Airiti Library and Google Scholar. We found 
that no study has analyz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We proposed two hypotheses. First,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 (H1). Second, the soci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w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H2). The present study sought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competence and address research gaps. 

To verify the hypotheses, we selected and revised three scales (N = 100)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cales for 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ha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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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ory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931 young children aged 48 months by using the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 Care database (Chang, 2021). 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primary caregivers of the 
young children, and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three scales. Among the children, 980 (50.8%) were boys and 951 (49.2%) 
were girl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to verify the hypothetical mediating models. First, we tested 
the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which is the bias caused by a research method that inflates or defl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variables.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CMV was marginal.

Second, Amo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New York, NY, USA) was adopted for SEM, but the model fit indices 
indicated poor goodness-of-fit. The multivariate normality test results were significant,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collected data 
had a nonnorm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we used partial least squares SEM (PLS-SEM), a variance-based SEM that is not 
limited to normal distributions. 

Third, the mediating effect proces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method of Hair et al. (2016),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steps. Step 
1: We verified whether the path coefficient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predict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significant. 
Step 2: We confirmed that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predicts the mediator and those of the mediator 
that predic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ere significant. Step 3: If the variables in Steps 1 and 2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e analyzed the mediation model.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variables in Steps 1 and 2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thus, the 
mediation model was analyz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on model, the model fitness was first verif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actor loading,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ll met the relevant criteria and that the measurement model 
(called the “outer model” in PLS-SEM) was appropriate. The values for collinearity, R2, f 2, and Q2 all conform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called the “inner model” in PLS-SEM); that is, the structural model was appropriate. 

Because the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al model fit, we further analyzed all the paths in the two mediating models and the 
direct, in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The results supported H1 and H2. Therefore, the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competence, and the soci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We further tested whether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partial or full by evaluating the variance accounted for (VAF), which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indirect effect by the total effect. According to Hair et al. (2016), a percentage of VAF of > 80%, 
20%–80%, and < 20% represents full mediation, partial mediation, and no mediation,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VAF of emotional competence was 47.11% and that of social competence was 61.83%. Thus,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in the mediating model both have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We subsequently verified whether thi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We used the built-in bootstrapping function 
of Smart PLS and set the number of bootstrap samples to 5,000.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our findings, we first propose that parents, educators, and policymak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social competence,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young children to enable them to develop their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Second, the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must be analyzed holistically. Data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physical movement development, and family are investigated in the database; 
thus, our findings and additional data can be combined and analyzed. Third, the causal model between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must be verified. This study sampled 48-month-old children and found that emotion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both 
have a mediating effect and were predictors of one another. Finally, future studies can include data from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providers (e.g., teachers) to evaluate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and emotional and social abilities in various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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